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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东南亚研究出现了从宏观的国家研究向微观的族群研究转变的趋

向。在这一转变中，英国学者埃德蒙·Ｒ．利奇和美国学者詹姆斯·Ｃ．斯科特的研究促进了学界对族群

概念的再认识。这些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也冲击了中国的民族概念理论体系。中国学者面临一个怎样定

义自己国家民族概念的问题———是被动适应国际话语体系还是主动参与体系的构造？在民族概念的国际

话语体系中，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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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的开始，笔者想要做几点说明：首先，
虽然文章的名为 “东南亚研究”，但从摘要看来，

大家不难发现其主要是以有关东南亚的历史问题的

探讨为主而很少涉及现实问题。文章如此安排固然

与其讨论的内容有关，同时也与笔者自身的学术背

景有关。其次，文章标题中的 “西方国家”不是

指具体的某几个或一些国家，而是指在国际上通行

的研究话语体系之一种。

本文企图探讨在 “西方价值观”下的东南亚

研究 （尤其是有关东南亚历史的研究）在 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以后的转变。这种转变笔者认为是从
以往的偏重于宏观的国家政治、经济等的综合研

究转向偏向微观的族群等的人类学研究。在该转

变过程中，英国学者埃德蒙·Ｒ．利奇和美国学
者詹姆斯·Ｃ．斯科特无疑是比较耀眼的明星，
他们的研究促进了学界对于族群概念体系的再认

识。这些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在今日全球化背

景下毫无疑问也冲击着中国国内的民族概念理论



体系。近年来，中国学者面临一个怎样定义自己

国家的民族概念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究竟是被

动适应国际话语体系，还是应该采取主动行动来

参与民族概念理论体系的构造？笔者认为，在民

族概念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话

语权。

一、西方国家早期的东南亚研究简述

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东南亚史研究始于１９
世纪以后。就分期而言，《剑桥东南亚史》对于东

南亚史研究的分期有借鉴意义。它以第二次世界大

战 （以下简称二战）作为分界，将东南亚史研究

分为战前和战后两部分进行总结［１］１－２，因为该书

认为正是二战中才开始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

虑———在大战中设立了 “东南亚战区”［２］。

二战之前的东南亚史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

大多数研究者把 “注意力集中在东南亚的各个组

成部分，而没有形成把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

究的概念”［１］３－４。虽然这个时期也有像法国学者

乔治·赛代斯这样的例外，他的著作 《印度支那

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就是不同于该时期

其他以国别为主的东南亚史研究。［１］５赛代斯还引

领了战前西方东南亚史研究的另一种普遍趋势，

就是 “学者们都倾向于把该地区的历史视为由外

来影响造就而不是源于当地动力的产物”［１］５－７。

这种影响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主要是指东南亚

周边强大的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传播。其中印

度文化影响之广大，以至于当时的大多数研究东

南亚的学者习惯于把该地区视为 “外印度”或者

“大印度”［１］５。虽然同样强调 “印度化”的影响，

但赛代斯与同时代的另一著名的东南亚史研究者

Ｊ．Ｃ．冯·李尔不同。前者的观点偏重于文化传
播论，而后者则是文化进化论的。不过赛代斯在

论及中华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时，似乎又持进化

论的观点。《剑桥东南亚史》中认为 “赛代斯关

于印度影响是如何传入的观念”与冯·李尔最大

的相似点则在于强调印度文化的这种影响 “并非

由于征服或殖民化”，而起源于贸易。［１］６需要指

出的是，赛代斯等西方学者简单地把中华文化在

东南亚的传播看作是武力扩张的伴随物，这是我

们不能苟同的。［３］

二战前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是域外的外来

观察者，即使是少数东南亚本地区的，也均是有着

西方教育背景的具有现代国际传统的学者。他们关

注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关注的是东南

亚早期的历史，企图把得自考古、碑铭和文献方面

的零碎资料缀合为先前未考察过的编年史的纲要。

其次，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列强１６世纪以后在东南
亚的活动到逐渐建立商业和领土帝国以及在那儿推

行的殖民政策。”［１］２－１１

二战后初期，在东南亚史研究方面比较著名的

是英国学者 Ｄ．Ｇ．Ｅ．霍尔及其大作 《东南亚

史》。该书一般被认为是第一部把东南亚作为整体

来研究的学术著作①。该书强调从东南亚自身出发

研究其历史，而不是把该地区作为印度、中国或西

方的附属部分。霍尔认为，西方早期的东南亚研究

之所以会把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影响过度强调，这是

因为那时候相关的研究材料有限，大多数研究者只

能通过梵文或者中文来了解和研究东南亚

历史。［４］２０－２１

二、西方国家东南亚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如前所述，在研究东南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对

印度、中国、伊斯兰、欧洲等外来文化的吸收问

题时，学界不可避免地陷入纷争之中。冯·李尔

认为早期的研究者过分强调了欧洲的影响；约翰

·斯梅尔则认为研究中应该保持一种道德中性的

观点和亚洲中心的努力，而人类学、民族学的方

法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学家们承认他们对

东南亚社会秩序与权力等问题的关注。他们对农

业社会不时发生的骚动、起义和反抗运动的研究

兴趣，无疑受到诸如詹姆斯·Ｃ．斯科特对马来
亚农民秩序和反抗等的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影响。

也就是说，有意识地利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东

南亚史的问题，不仅有利于保持研究者 “中性主

义”原则和贯彻 “东南亚自主性”的研究，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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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该书书后的参考文献我们可以看出，早期东南亚研究的那些大量的国别研究无疑为霍尔的这部对整个东南亚
进行整体性的通史研究贡献了可供借鉴的前期成果，否则很难想象凭借个人的力量完成这种大作。



能把研究提升到文化解释层面意义上来。因为毕

竟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如同 “不发达”等概念也被认为带有歧视性而换

为 “发展中”等中性的话语体系一样；同时后现

代等思潮日益冲击着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科学

的基础，相对主义和多元化的盛行也使包括东南

亚史研究在内的历史学家们开始怀疑真正客观历

史的存在可能。

（一）背景介绍

二战后在东南亚地区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

动高涨。无论是为了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统治的领

土民族主义，还是争取各国内部民族平等的族群

民族主义，都广为流布。最初，民族主义运动大

部分被描述为以包容了异族人口的领土为基础，

而不是共同的文化特征为基础的族群主义。对于

西方殖民者的种族歧视的公愤很容易被东南亚民

族主义政治家用作斗争的资本，它为各种争取民

族独立的政治纲领提供了用于进攻的有利的着力

点。［５］２０５－２１０因此， “东南亚的普遍趋势是在欧洲

殖民统治划分的领土范围内为反殖民活动提供建

立国家的推动力”，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东南亚 “民族国家”往往是按疆域与行政制度来

划分的社会。在有的学者看来，在东南亚在 “以

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根基上建立起来的国家

只有泰国。［５］２３５

另一方面，来自 “１９世纪的欧洲”的 “‘民

族主义’指的是认为人类被分成不同群体的观念

———根据不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身体外貌来区

分民族和社会，以及认为这些 ‘民族’应该是独

立主权国家基础的观点”没有为 “诸如东南亚这

类拥有不同语言、宗教、文化和身体外貌的多民族

杂居的地区提供一种合适的既定政治制度模

式”［５］２０９。现代东南亚民族平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

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其具体情况是： “除新加坡

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往往把国民分为土著民族与”

外来 “民族，尽管有些”外族人 “在当地生活了

几代，而且成为新近独立的国家的公民。这些外族

人所获得的利益被广泛地认为是以土著人的付出为

代价的，东南亚各国政府对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采

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没有严

格限制或禁止移民的国家到战后便很快采取了种种

限制措施，从而结束了外国劳动力大规模向东南亚

地区移民这样一个世纪，但很少发生更激烈的驱赶

外族居民的事件，只有民主柬埔寨采取了大规模的

驱赶行动。东南亚国家采取的更加普遍的做法是通

过系统的歧视态度使外族人自愿离开本国，特别是

５０－６０年代从缅甸迁出的南亚人和７０－８０年代从
越南和老挝迁出的华人。”①［５］３９２

２０世纪６０至７０年代以后，受朝鲜战争和越
南战争挫败的影响，使得西方世界对包括东南亚

在内的亚洲研究都热情高涨。各种与东南亚研究

相关的研究机构纷纷设置，研究方法也出现了多

样化的变化。如人类学、比较政治学和经济学的

方法与传统的历史学、文学方法结合在一起，注

重对某个特定区域的微观研究。［１］１１－１３这种多学科

的交叉研究强调了历史学家对其他相关学科的技

术借鉴，同时它也是当时现实当中的迫切任务

———为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和参考的需要。这就表

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尽管把东南亚视为

一个地区的看法日渐传播”，而到了这时 “大多

数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著作和社会科学研究仍然以

个别的国家而不是整个地区作为研究对象”［１］１４。

这个时期虽然仍有如澳大利亚学者安东尼·瑞德

的 《东南亚的贸易时代：１４５０—１６８０》这样的企
图运用法国年鉴学派总体史的方法来撰写东南亚

历史的，但是学界更多的是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对

相邻学科的技术进行借鉴和吸收。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认为，这一时期专家们的东南亚研究 “明

显集中在同他们殖民时代的前辈迥然有别的学科

领域里：首先是政治科学，还有近现代史和人类

学，而不是考古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６］。

（二）利奇与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

《东南亚史》作者霍尔认为，“今日的东南亚

是人类学学者的乐园”， “在深山和丛林中生活

的，有代表东南亚人种史上各个较早阶段的多种

多样种族的残存者”［４］２１－２２。因此，东南亚不仅给

８９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①引文中的 “５０－６０年代”和 “７０－８０年代”，皆指的是２０世纪。



人类学家提供了天然的田野基地，同时人类学家

在东南亚所做的研究也为深化东南亚研究做出了

贡献。在这里，首先对著名人类学家埃德蒙·Ｒ．
利奇及其他的成名作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进

行分析。

埃 德 蒙 · 利 奇 （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１９１０—
１９８９），１９１０年生于英国西迪芒斯，早年在剑桥大
学马尔伯勒和克莱尔学院学习医学，１９３３年起在
一家贸易公司的中国分部任职。利奇不喜欢周围的

商业气氛，不久便辞职回国，途中考察了雅美族。

回国后经雷蒙德·弗思的介绍，他进入马凌诺斯基

门下学习人类学。从１９３９年起，利奇开始研究克
钦人。当时，因二战爆发，他遂参加驻缅英军，并

于１９４６年退役。退役后，利奇担任伦敦经济学院
人类学讲师，次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５３年起任剑桥
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１９７ｌ—１９７５年任英国皇家人
类学研究所所长，１９７５年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被
授予爵士爵位，１９８９年因病去世。除 《缅甸高地

诸政治体系》外，利奇的主要著作还有 《普艾里

亚：一个锡兰村庄》 （１９６１年）、 《重新思考人类
学》 （１９６１年）、 《列维·斯特劳斯》 （１９７０
年）等。［７］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被认为是 “人类

学的经典”和 “东南亚研究者之必读书”①［８］。人

类学家雷蒙德·弗思 （ＲａｙｍｏｎｄＦｉｒｔｈ）认为，该
书 “分析的是社会发展的诸动力或个人行动的诸

原则”，利奇在书中的分析基于 “通过观察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行为而获得的经验材料”的动

态分析即结构性变迁分析，解决了一般建构模型因

为均衡性要求而丧失的动态分析能力的问题。在弗

思看来，利奇的动态理论是特殊案例而不具有社会

科学理论的普遍性，因为它适用于缅北地区人群的

行为，它认为 “追求权力是社会选择的基础”，而

其他的一些民族志研究则认为道德和宗教层面上的

价值判断高于权力和地位的追求。［９］１－５

利奇在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首

先对英国人类学界以拉德克利夫·布朗 （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Ｂｒｏｗｎ）为代表的 “一套粗略和过分简单化的均衡

假设”提出质疑。“这套假设源自把社会系统的结

构类比为有机体结构”，从而把社会系统 “说成好

似它是自然存在的真正的实体，而内在于这类系统

的均衡也似乎是固有的”。利奇认为这种观点不是

事实，他的这本书就是要 “指出这种印象实为幻

象”［９］６－９。其次，该书的核心主题是要说明 “克钦

人的实际政治行为是他们顺应两极分化的 ‘贡萨’

和 ‘贡劳’政治信条的一种折中”［９］１３。利奇研究

的克钦山区 （ＫａｃｈｉｎＨｉｌｌｓＡｒｅａｓ）的族群主要包括

以下两类人：“掸人居住在河谷，在那儿的灌溉农

田中种植水稻；他们相对比较开化，其文化多少与

缅人有些相似”；“克钦人则居住在山区，他们在那

儿主要以刀耕火种的游耕方式种植稻谷”。［９］１９过去

的研究惯于把克钦人描述为 “原始和好战的野蛮

人，与掸人在外表、语言和一般的文化上如此之不

同，以至于应该认为他们在种族起源上也颇为不

同”。而利奇则认为， “克钦人和掸人几乎在哪儿

都是近邻，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他们也常相互牵扯

到一起”［９］１９－２０，“在政治组织问题上，克钦社区在

两种极端类型之间来回摇摆———一极是贡劳 ‘民

主’制，另一极是掸邦 ‘专制主义’。现实中大多

数克钦社区在类型上既非贡劳制也非掸邦制”，它

们按照书中称为 “贡萨”的体制进行组织，贡萨

实际上是贡劳制和掸邦制的一种折中［９］２８－２９，所以

虽然 “克钦人和掸人相互轻视”，但是 “据信这两

族人拥有共同的祖先”［９］３９。也就是说，利奇在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提出的 “钟摆型”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动态平衡的民族认同变迁模式，即缅

北民族的族性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可能会随着生存环境的

变迁而改变为他们所需要或者被需要的族性和认

同，如克钦人 （Ｋａｃｈｉｎｓ）变成掸人 （Ｓｈａｎｓ），或

者贡萨 （ｇｕｍｓａ）变为贡劳 （ｇｕｍｌａｏ），从而对民

族实体论 （即原生派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ｔ）造成冲击，掀

起了民族建构论 （即建构派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ｓｔ）的

浪潮。［９］ⅲ－ⅹ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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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科特的研究

詹姆 斯 · Ｃ．斯 科 特 （ＪａｍｅｓＣ． Ｓｃｏｔｔ，
１９３６—），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教授、农业
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斯科

特的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

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

其主要著作包括 《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

（１９６８年）、《比较政治腐败》 （１９７２年）、《农民
的道义经济学》（１９７６年）、《弱者的武器》（１９８６
年）、《统治与抵抗的艺术》（１９９２年）、《国家的
视角》 （１９９８年）、 《逃避统治的艺术》 （２００９
年）① 等。斯科特的研究多以东南亚为田野基地，

属多学科交叉，其早期偏重于比较政治学。而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对 “文明以外”的山地居

民的研究则较偏重于人类学的思考。该书曾获美国

历史学会授予的费正清图书奖 （２０１０年）和福冈
亚洲文化奖委员会授予的福冈亚洲学术奖 （２０１０
年）等多项奖项，并有法、日、中等多国文字译

本，在历史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１０］５３３－５３６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我们前面涉及的

一些重要著作在斯科特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

“前言”的感谢语中被联系起来，如 “有关东南亚

研究的基本教科书……两卷本的 《剑桥东南亚

史》”，再如 “任何走我所走的这条路的人都要靠

不断地参阅埃德蒙·利奇的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

系》才能有所成就”，等等。［１０］前言５－７

斯科特在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要讨论

的是赞米亚 （Ｚｏｍｉａ）这个 “现存最大的地区，那

里的人群尚未被完全纳入到民族国家中”，它在地

理上被称为东南亚大陆山地，具体来说 “包括了

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

３００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的 ５个国家
（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

的４个省 （云南、贵州、广西和部分四川）。其面

积有２５０万平方公里，居住着１亿少数族群人口，
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语言多种多样”［１０］前言１。

斯科特企图通过对赞米亚的这些少数族群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的 “蓄意和反应性的无国家

历史”的考察，来解构文明历史中关于 “野蛮”、

“生”和 “原始”的论述，指出这些词汇其实代

表了那些族群 “未被统治”或者 “尚未被纳入国

家体制”，因为 “赋税和主权国家覆盖之外恰恰

就是少数族群或 ‘部落’开始的地方”［１０］前言２－３。

可以看出，斯科特定义的族群已经不再是有着具

体名称的如 “克钦人” “掸人”等等具有语言和

文化意义的族群，无论他们是 “建构的”也好还

是 “原生的”也好，书中所讨论的是 “赞米亚”

这种不进入 “文明国家”架构的 “野蛮人”的集

合体。其实这只是斯科特研究中一贯地对 “弱势

群体”关注的表现，只不过这次关注对象由过去

的 “文化国家”内的底层农民的关怀，变为那些

更为凄惨的，可能已被、将被 “文明国家”奴化

或者驱赶、屠杀的，曾经选择逃避到高山或者文

明边缘的族群。

三、族群概念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话语权

过去关于民族的理论一般认为，作为民族标记

的语言、习俗和社会与政治类型的种族特征是不变

的，而我们前面提及的利奇等学者的研究却证明了

许多民族在这些方面发生了变动。也就是说，族群

认同的原生论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日益受到工

具论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挑战。原生论强

调族群认同的心理和情感因素，认为 “族群认同

是亲属认同的一种延伸或隐喻，它是人性中某种非

理性的原生情感的外化，或某种植根于人类基因中

的生物学理性的表现”；工具论认为 “人是有理性

的，无时不在计算和优化自身的利益。族群认同生

成于对于有限资源的竞争中”。［１１］笔者认为不能机

械地套用原生论和工具论，因为这两种理论都不能

完全概括关于人类历史上的族群认同现象。在人类

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群往往依据自身发展

的需要而倾向于不同的认同基础，时而文化和心理

的因素比较关键，时而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更为

重要。

０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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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研究中，中国学者要取得自己的话语

权就必须有自主的 “族群”“族群认同”等相关概

念体系。英文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一词一般被对应翻
译为 “族群”，汉语里有个与之相关的概念为 “民

族” （Ｍｉｎｚｕ）。由于我国对５６个民族的称呼已经
是一种约定俗成，故此英文 “ｅｔｈ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也对
应可以翻译为 “民族认同”。当然在中国国内语境

的境况下，这种 “民族认同”显然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不应混为一谈，其实后者翻译为 “国家认

同”更为贴切。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民族的经典

定义是我们熟知的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

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

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

体”［１２］，并且指出给民族强加上 “第五个特征”

即 “具有自己的单独民族国家”的做法是错误

的。［１３］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并不认为

民族是与国家必然联系的概念。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 “族群”和 “民族”概念

的争论，推进了我国相关方面研究的进展。北京大

学马戎教授的研究认为，研究今日中国的民族问题

必须在四个领域拓展和推进：其一，要从梳理民族

问题的历史渊源入手；其二，要注意对苏联民族问

题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其三，要关注西方民族理

论的最新成果和西方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教

训；其四，要注意对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

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借鉴。马戎的观点中

最引起争议的就是所谓 “去政治化”。在其早期的

文章如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

题的 “去政治化”》［１４］里，他对新中国初期的民族

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质疑，往往是引起其他

学者争论的所在。如王希恩的 《也谈在我国民族

问题上的 “反思”和 “实事求是”———与马戎教

授的几点商榷》一文，就不同意马戎关于新中国

初期民族政策是套用前苏联政策的看法，并对新中

国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优惠制度的

必要性、科学性和实施效果进行了肯定性评价，同

时指出马戎用 “少数族群”取代 “少数民族”和

用 “族群政策”取代 “民族政策”不但与我们固

有的话语体系冲突［１５］，而且还易引起少数民族干

部群众的猜疑。实际上正如王希恩教授上文所述，

这种固定话语体系不仅浸透在我们的政策语言、社

会语言中，而且也是很久以来我们学术语言中广泛

认可和使用的。一般作为常识性都应该知道在讨论

民族问题时指的 “民族”，在中国话语体系下是包

括两层含义的：其一，是指 “族群”含义的中国

５６个民族的 “民族”；其二，是指代表国家的中华

民族意义上的 “民族”。但是，近些年来由于一些

国内学者研究中不当的混淆使用，以及国外某些学

术团体和个人的有意歪曲，使这个学界本应该不存

在争议的问题成为 “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纠正

这种错误使用，对那种有意歪曲行为要提高到法律

层面的追责。马戎教授近些年的研究已经对他过去

的 “去政治化”和 “文化化”提法进行了补充和

完善。他指出这种提法的本质是要给少数民族更大

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１６］这篇文章引起了

笔者多年来思考的一种共鸣，这就是 “民族认同”

和 “国家认同”是不是一回事？

虽然从英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字面上可以翻
译为 “国家认同”或是 “民族认同”，显然前一种

是现在通行的译法，而后一种则是近代民族国家时

期的旧译法，当然在我国台湾地区也习惯于译为

“国族认同”①［１７］。笔者个人的意见是应该统一或

者规范为 “国家认同”，这是居于我们国家的多民

族国家性质和利益的考虑②［１８］。前面本文已经论述

了现在的国家一般多为多民族国家，谈到国家认同

时显然与民族认同不是一回事，现在更多用 “ｅｔｈ
ｎ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来表示多民族国家内每个具体民族的
民族认同。这样在研究领域就可以明显区分，避免

过失性的混淆和不必要的纠纷。而且，笔者认为这

些概念界定也应该提高到国家法律层面进行规范和

统一，毕竟我国现在提倡建设法制社会和依法治

国。马戎等一批学者的贡献就是让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
成为翻译和表达我们国家５６个民族意义上的 “民

族”的有效和通用词汇，但其不足就是试图根据

这个英文词组本身直译意思把国内已经成为惯用汉

语名称由 “民族”改为 “族群”。其实，不需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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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去修改现行已经约定俗成的 ５６个民族的 “民

族”一词，只需在研究中清楚地表明这个 “民族”

代表的是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意义上的群体，而非
“ｎａｔｉｏｎ”意义上的。当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概念
纠纷，在学术研究中也可以使用 “族群”一词来

代表这个意思。

再者，那种盲目推崇民国时期延续到今天台湾

地区还在使用的 “国族”理念的行为更是不可取。

因为正如有学者指出，这种 “国族”构建不过是

以 “国家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族裔民族主义”，本

质上难脱 “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嫌疑。［１９］这也就

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的：“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

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

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２０］。鉴于现今学

界对于这些概念界定出现的众说纷纭局面让人无所

适从，因此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的

基础上对相关的研究概念和话语体系做出必要的界

定，建立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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